共同犯罪中从犯的中止
——李映高绑架案
丁阳开  王婧
要点提示：在共同犯罪中，如部分人仅参与某一阶段犯罪，中途自愿脱离共同犯罪并消除自己行为的影响，其行为对犯罪结果的发生明显没有作用力的，可单独认定构成犯罪中止。
案例索引：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穗中法刑一初字第326 号。
一、案情

公诉机关：广州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李映高。
2012年11月，被告人李映高与同案人李生、李宗飞（均已判刑）多次合谋绑架他人勒索钱财。被告人李映高购买摩托车作为犯罪工具，并先后两次与同案人李生、李宗飞前往约定地点守候被害人李积玉，均因被害人李积玉未到现场而未能得逞，被告人李映高主动放弃继续参与上述犯罪。2012年12月2日22时许，同案人李生将被害人李积玉骗至位于广州市白云区石井街大朗水涉南街一巷三号一楼的租住处，同案人李宗飞拿绳索勒住被害人李积玉的颈部并用铁锤击打其头部，随后同案人李生、李宗飞合力拉扯勒住被害人颈部的绳索致其当场死亡（经法医鉴定，被害人李积玉系被他人勒颈造成机械性窒息死亡），并将尸体抛至大朗村十六社河边的荒地。次日，同案人李生、李宗飞谎称被害人李积玉贩毒被抓获，打电话向被害人亲属索要人民币20万元未果。同年12月5日，同案人李生、李宗飞在广州市白云区夏茅村一无名旅店被抓获；2013年11月25日，被告人李映高在增城市新塘镇牛仔城会所物业管理中心办公室被抓获。
二、裁判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判认为：被告人李映高受同案人纠合，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共同密谋、准备绑架他人，其行为已构成绑架罪，依法应予惩处。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予以支持。在共同犯罪中，同案人李生、李宗飞两人密谋绑架未成功后，纠合被告人李映高参与，李映高与李生、李宗飞三人在共同犯罪中有较为明确的分工，李生、李宗飞通过QQ聊天冒充女性的方式骗取被害人信任，将被害人骗出，李映高出钱购买摩托车，三人共同在约定地点蹲守被害人。被告人李映高虽出资购买了摩托车作为交通工具，并一起实施了两次埋伏等候，但均因被害人没有及时出现而未得逞，之后变卖了作案工具摩托车，离开了两同案人返回东莞，其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是从犯，且情节较轻，依法应当减轻处罚。被告人李映高在两次蹲守未能得逞后，明确表示不再参与绑架行为，并变卖了摩托车，离开广州返回了东莞，且在离开之后没有再参与两同案人保持犯意联络，是一种主动放弃犯罪行为，系犯罪中止。在被告人李映高放弃绑架后，作为主犯的同案人李生、李宗飞在近一个月后继续实施绑架行为并杀害被害人，这一后果虽与李映高参与的部分行为不具有直接因果关系，但其参与绑架的上述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依法应减轻处罚。被告人李映高的犯罪行为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造成经济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其赔偿的范围和数额包括：丧葬费29672.5元，交通费、食宿费酌情各计付3000元，误工费酌情计付2000元，以上共计人民币37672.5元。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7日作出（2014）穗中法刑一初字第326 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一、被告人李映高犯绑架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二、被告人李映高就（2013）穗中法刑一初字第27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中第三项判决赔偿数额人民币37672.5元与同案人李生、李宗飞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审判后，无上诉、抗诉
三、评析

（一）共同犯罪中，单个罪犯可能形成犯罪中止
共同正犯的既遂犯与未遂犯是否可以并存，是共同犯罪中争议较大的问题。通行的观点基于“部分行为全体责任”原则，认为在共同正犯的场合，由于各行为人相互利用、补充他人的行为，使自己的行为与其他人的行为成为一体，导致了构成要件结果的发生，在共同正犯中，只要一人达到犯罪既遂，其他共同正犯也只能是成立犯罪既遂而不能成未遂或中止。一般情况下，共同犯罪的中止要求在放弃本人的犯罪行为时，还必须有效地制止其他共同犯罪人的犯罪行为，或者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也有些学者认为，在亲手犯，如强奸罪、脱逃罪等类似犯罪中，可以存在特例，由于犯罪与其人身具有密切的关系，因而对该种犯罪的各正犯是否构成既遂应以其自身的行为是否达到既遂为标准，共同正犯有的可以是既遂犯，有的则可以成立未遂犯。《刑事审判参考》第84集中韩江维等抢劫、强奸案中认为，指认被害人住址并多次参与蹲守，但此后未参与实施抢劫的，不属于犯罪中止。
但是，在日本刑法理论界，关于共同犯罪中止，学者们提出了另外一种观点：共犯关系脱离，即共同犯罪行为人可以成立犯罪中止，前提是其从共同犯罪中脱离出来。专家阐述：“脱离共同正犯关系，是指在共同正犯着手实施犯罪之后、达到犯罪既遂之前，共同正犯者中的一部分，切断与其他正犯者之间的相互利用、补充的关系，从共同正犯关系中脱离出去。脱离者对脱离前的共同行为固然不能免除责任，但对脱离后其他正犯者的实行行为及其结果不承担责任”德国刑法第24条也有类似的规定：“在数人共同犯罪中，其中主动阻止犯罪完成的，不因未遂而处罚。如该犯罪没有中止犯的行为也不能完成的，或该犯罪的未遂与中止犯以前参与的行为无关，只要行为人主动阻止该犯罪完成的，应免除其刑罚”
本案中，被告人李映高的行为是典型的中途加入—中途离开，其虽实施了部分犯罪行为，但其行为对同案人的犯罪结果没有实际作用：1.李映高既不认识被害人，也没有参与设计犯罪方案，是李生和李宗飞蹲守几次未果后，临时邀李映高前来，增加人手；其加入时，同案人的犯罪计划已经成形，李映高也没有继续参与谋划。2.李映高只蹲守了两次，并出钱买了摩托车供作案使用，但其离开时将摩托车变卖，消除了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的影响。3.李映高之后离开广州去了东莞，与同案人不在同一城市；而同案人再次动手并成功是在半个月之后，时间上相隔比较久，中间双方没再发生任何联络，同案人李生、李宗飞也没有期待李映高回来参与。4.李映高表示“我在那玩了几天，将带去的3000多元赌光了，我想两次都没见到人，他们是不是骗我，第二天，我将车开到一个修车小店卖掉，之后就回东莞找事做了。”不论其是因为良心发现，或是敬畏法律，或是觉得不值而不愿继续参加同案人的犯罪行为，其中止犯罪的意图是明确的。5.其虽没有劝阻同案人放弃犯罪，但其离开对同案人的心理也有打击。综上，李映高主动放弃犯罪，其离开与同案人作案时间上有间隔，地理上阻断，行为上脱离，其唯一的贡献就是买了一辆作案工具，但其也没有将车留给同案人，而是在离开时卖掉，可以认定其已经彻底脱离了与同案人的联系，消除了自己行为在共同犯罪中的影响。与《刑事审判参考》韩江维案不同，该案中途离开的被告人孙磊在犯罪中参与预谋，提出抢劫对象、指引被害人住址，并提出杀人灭口，即使其中途脱离，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是没有办法消除的，因此孙磊不能单独认定犯罪中止。
（二）本案被告人李映高的行为构成犯罪中止，而非犯罪未遂或预备
在案件评议过程中出现几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李映高的行为构成犯罪中止，理由同上。第二种意见认为李映高的行为构成犯罪预备，因为共同犯罪行为尚停留在准备工具、创造条件阶段，还没有针对被害人实施暴力或限制自由等属于绑架罪构成要件的行为。第三种意见认为李映高的行为构成犯罪未遂，因为同案人已经设计好犯罪方案，打电话给被害人邀约其前来预定的作案现场，与被害人发生接触，犯罪方案已经开始着手实施。这个行为虽然不是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但是与犯罪行为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
“前往现场”几乎在所有的教科书中都被认为是典型的犯罪预备行为。既然被告人前往现场是预备，那么引诱被害人前往现场也是预备；在现场守候依然是预备的一种形式。而学者高艳东在构成要件说之外，又提出了一套新的区分犯罪预备及犯罪未遂的标准：1.罪过内容被客观化，罪过强度达到明确的程度；2.行为人已开始利用条件，所制造的条件具有直接推动犯罪阶段向前发展或者具有不停顿地完成犯罪的性质；3.行为具有损害法益的直接、现实危险；4.行为非法或者违反公众和平法意识的行为本身印证出犯罪意图。依此分析，李映高等人犯意坚决，方案明确，与被害人会合后即会继续不停顿地完成绑架行为，具有现实危险，似乎也可以认定为犯罪未遂。
犯罪预备或未遂的观点建立的判断基础是：前两次犯罪未成功是由于被害人未到场，即犯罪是由于被告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同一次犯罪只能有一个停止形态，既然是因为预备或未遂而停止，就不会再出现中止。但是与中止论相比，这两种观点都忽略了两点：首先，被告人及同案人实施犯罪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即使前两次尝试失败，仍然可以继续尝试，同案人李生、李宗飞最后达到既遂。整起犯罪是针对同一个对象，使用同一套方案进行多次操作的过程，而非一次失败以后另起炉灶。其次，这两种观点没有体现李映高在主观上主动、自愿放弃犯罪的意图，与实际情况不相吻合，不利于鼓励行为人放下屠刀。
（三）对李映高不宜认定为“未造成损害”进而免除处罚
在量刑时，针对李映高的犯罪中止行为，是否适用“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这一条，也有争议。有观点认为李映高没有参与谋划，没有参与最终行动，撤回了对同案人的心理支持，其虽买了摩托车又卖掉，因此最终的损害结果里没有体现其作用。如果在共同犯罪里可以认定部分被告人构成犯罪中止，就应当继续贯彻这一原则，正确评价李映高的作用，认定其行为本身没有造成损害，对其免除处罚。
最终，合议庭评议认为，整起案件是一宗绑架致被害人死亡的暴力犯罪，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李映高虽中途退出，但其参与在客观上对同案人的心理起到了鼓励和支持作用，也一同参与了两次蹲守，对犯罪结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能免除处罚。但是，考虑到李映高在参加作案时，同案人并未明确提出要杀死被绑架人，因此，李映高可以不对被害人的死亡结果承担责任。
（作者单位：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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